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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幾年，亞洲主要經濟體已成為驅動全球經濟發展之重要引擎，惟其經濟成長有放

緩之現象，總要素生產力（TFP）滑落可能係一重要之因素，因此有必要重新對亞洲主

要經濟體TFP變化加以評估。

本文消除translog生產函數要素投入間的共線性問題，並以卡方檢定挑選最適隨機

邊界模型，進而拆解及估計亞洲主要經濟體TFP之變動。實證結果發現，1981年~1997

年亞洲主要經濟體平均TFP成長主要來源為規模效果；1997年後，亞洲主要經濟體平均

TFP成長放緩，且規模效果貢獻度下降，惟技術變動率貢獻度略升。其中，台灣的TFP

成長長期主要受技術變動率驅動，若欲提升TFP，首先仍須持續加速技術進步。

此外，台灣與其他亞洲主要經濟體勞動產出彈性降低，惟因勞動生產力大幅增加，

使邊際生產力上升；資本受邊際報酬遞減之影響，邊際生產力呈下滑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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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前言

一、研究動機

過去亞洲國家的廉價勞工及豐富天然資

源吸引為數眾多的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註1到亞洲設廠，加工

生產大量便宜的商品，再出口至先進國家。

然而，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這樣的生

產模式漸改變。當時亞洲各國為因應危機，

開始推動金融乃至實體經濟之深化改革，調

整產業及經濟結構，朝向技術升級轉型的新

模式發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歐美經濟疲

弱，全球經濟成長動能移轉至亞洲經濟體。

2015年亞洲主要經濟體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占全球GDP比重已

達30.6 %註2，在全球經濟扮演之角色越來越

重要。

雖然亞洲主要經濟體GDP占全球比重逐

年提升，惟近幾年經濟成長力道明顯不如從

前強勁，除受國際經濟大環境欠佳影響，生

產結構改變及資本累積趨緩等，均限縮總要

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即產出增加無法被資本和勞動投入解釋的部

分）成長。台灣身為其中一員，經濟深受亞

洲主要經濟體的牽引，當無法置身事外。因

此，有必要重新就亞洲主要經濟體TFP加以

評估。

本文擬透過隨機邊界模型（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評估亞洲主要經濟體

TFP變化，並將其拆解為技術變動（技術變

動率與技術效率變動率）及擴大要素投入之

規模效果，再從中進一步引伸出對台灣的意

涵，供未來促進經濟發展之政策參考。

二、亞洲生產力研究之相關文獻回顧

生產力研究之所以重要在於當生產技術

具有效率時可減少不必要的浪費，使產出更

貼近生產效率前緣（efficiency frontier），充

分發揮所有生產潛力，並得知改進之道，故

有諸多文獻探討此議題。

惟國內學者對於國內生產力之研究鮮少

論及GDP，多以產業做為主要研究對象。

例如，李揚、李曉娟（2008）研究亞洲生技

公司的TFP，發現其改善主要來自技術效率

提升，而生產要素投入次之；黃台心、張寶

光、邱郁芳（2009）檢視香港、泰國、馬來

西亞、南韓、台灣及日本等銀行業之生產技

術，發現日本銀行居六國之冠。GDP生產力

研究方面，林慈芳（2008）以成長會計分析

法（Growth Accounting Approach, GAA）探

討台灣GDP的TFP之影響因素。

至於亞洲個別國家之生產力研究，

Young （1992）使用成長會計分析法，估算

新加坡及香港TFP，發現1970年~1990年新

加坡TFP成長為負值，而香港則是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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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her （1993）使用1961年~1988年68國資

料，以成長會計分析法研究TFP，發現新加

坡TFP成長為負值，而台灣則是正成長。近

期陳盈秀（2008）以1985年~2003年台灣、

日本、南韓、新加坡、香港、菲律賓、泰

國、馬來西亞、印尼及中國大陸等亞洲十

個主要經濟體資料，使用隨機邊界模型，

並考慮環境變數對生產力之影響，發現技

術變動率為TFP每年成長3.1%之主要動力，

此外，部分經濟體具有規模報酬遞增之特

性；黃台心、陳盈秀、王美惠（2009）使

用Kumbhakar （1990）隨機邊界模型，發

現1985年~2003年台灣、日本、南韓、新加

坡、香港、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印

尼及中國大陸等東亞經濟體TFP平均每年以

6.57%的速度減少，若欲提升TFP成長，首先

要調整生產至最適規模，其次須增加研發投

入；Shahainejad et al. （2013）使用隨機邊界

模型，發現1998年~2007年亞洲國家技術變

動率多為負成長，以致部分國家TFP成長為

負值。

除個別國家研究，文獻亦關心亞洲四小

龍及東協等經濟群體生產力。例如，長久

以來文獻對於1960年~1990年中期亞洲四小

龍及東協國家等締造之快速經濟成長，其

來源究竟是要素投入增加抑或是TFP成長，

一直存在爭議。有一派文獻認為要素投入

增加是亞洲國家經濟成長來源，例如Young 

（1994, 1995）及Krugman （1994）認為東

亞國家過去快速經濟成長動力主要來自於要

素投入增加，TFP貢獻相對較低。持不同看

法者，包括Han et al. （2002）及Kim and Lee 

（2006），其中，Kim and Lee （2006）研

究發現1965年~1990年期間香港、台灣及南

韓的TFP正成長主要歸因於技術效率改善。

另有關於亞洲經濟體在區域經濟發展的

角色上，黃台心、陳盈秀、鍾銘泰（2012）

採用共同邊界生產函數，蒐集1985年~2004

年G7工業國、非G7工業國、亞洲四小龍和

非四小龍群組資料，探討各區域之生產力，

發現G7工業國生產技術相對最為先進，亞洲

四小龍及非亞洲四小龍逐漸縮小與G7工業國

技術差距。

三、本文研究內容及貢獻

本文收集1980年~2013年亞洲主要經濟

體之實質GDP、就業人數及實質固定資本

存量等時間序列資料，並使用translog生產

函數，以隨機邊界模型評估亞洲主要經濟體

TFP之變化。

本文主要貢獻在於：

(一) 目前以追蹤資料（panel data）估算

各國GDP的TFP之方式，包括：隨

機邊界模型、成長會計分析法以及

資料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註3。其中，成長會

計分析法及隨機邊界模型，具可檢

驗參數之優點，早期國外文獻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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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長會計分析法估算亞洲主要經

濟體GDP的TFP成長，而使用隨機

邊界模型相對較少註4。

 成長會計分析法使用新古典對數生

產函數，具有計算簡單之優點。然

而該方法有許多先驗假設，例如假

設已達到技術與配置效率，生產函

數為固定規模報酬等，導致成長會

計分析法不符合實際情況，且成長

會計分析法亦無法拆解TFP組成；

而隨機邊界模型放寬生產達到技術

效率及固定規模報酬之假設，並可

將TFP成長拆解為技術變動、要素

配置效率及規模效果等，能提供更

多有用之資訊。

(二) Felipe （1997）綜整文獻發現，東

亞總要素生產力估計結果深受模型

設定及假設之影響。為避免上述問

題，本文以卡方檢定從Kumbhakar 

（1990）、Pitt and Lee （1981）、

Battese and Coel l i  （1988）、

Battese and Coelli （1992）等SFA模

型中挑取最適模型，而非ad hoc直

接設定某一種型態的SFA模型；本

文亦消除translog生產函數要素投入

間的共線性問題，改善隨機邊界模

型估計係數可信度。

(三) 本文透過 Q u a n d t－ A n d r e w s

（1993）檢定認定亞洲主要經濟體

固定資本存量及勞動產出彈性改變

時點，並討論結構改變前後，亞洲

主要經濟體要素投入邊際生產力及

總要素生產力變化之趨勢，並從

中引伸出對台灣提升TFP成長之意

涵。

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節，為隨機

邊界模型設定及TFP成長之拆解；第三節，

說明資料來源；第四節則是亞洲主要經濟體

生產力評估；第五節為台灣及亞洲個別經濟

體生產力變化之趨勢；第六節為結論。

貳、隨機邊界模型及TFP成長之拆解

本節就隨機邊界模型及TFP成長拆解說

明如下。

一、隨機邊界模型及總要素生產力

假設各國擁有相同的生產方式註5，第i國

在第t期的生產函數為：

  (1)

其中，下標i=1,2,⋯⋯ ,N及t=1,2,⋯⋯

,T，分別代表不同國家及時間點；  為實際

實質產出水準；  代表最適產出，

又稱為隨機邊界；  為要素投入矩陣；  是

未知技術參數向量；  是一個非負隨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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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代表技術無效率，當  越大則實際產

出偏離最適產出愈遠，無效率程度越高。

依據Christensen et al. （1973），本文假

設生產函數為translog形式：

 

 (2)

在生產函數中加入時間趨勢項（t）主要

是要捕捉時間趨勢的影響。將式（2）帶入

取對數後的式（1），並令 ，再

加上一個隨機干擾項 ，模型可

改寫為：

     

 (3)

其中，  稱為組合誤差

項，  是個別國家非負之無效率隨機變數，

 為與時間有關的函數，代表技術無效率隨

時間改變的情形。

由於  為非負隨機變數，代表其

零以下的分配被截斷。對此，有兩種設定方

式可處理該分配形式，其一是假設  服從

零以下部分被截斷之常態分配，如半常態分

配（Half Normal, NH），可表示為  服從

；其二是假設  為截斷常態分配

（Truncated Normal, TN），即  服從N( ,

)且 。若 ，截斷常態分配將

等於半常態分配，換言之，半常態分配為截

斷常態分配的特例。因截斷常態分配假設  

小於某正數，而半常態分配允許極端值發生

（  可以是無窮大），故當  特性未知情

況下，假設  服從半常態分配相對合理。

而何者解釋能力較高，端視資料表現而定。

文獻上將   假設為半常態分配有

Kumbhakar （1990）模型及Pitt and Lee 

（1981）模型；Battese and Coelli （1988）

模型與Battese and Coelli （1992）模型則

是假設  為截斷常態分配。至於  函數

的設定，不同模型設定方式不盡相同，

Kumbhakar （1990）與Battese and Coelli 

（1992）等模型設定   具有時間趨勢，

Pitt and Lee （1981）與Battese and Coelli 

（1988）等模型的   則與時間趨勢無關

（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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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隨機邊界模型主要類型
文獻  分配 函數

Kumbhakar （1990）

 服從  之半常態分配
Pitt and Lee （1981）

Battese and Coelli （1988）
 服從  之截斷常態分配

Battese and Coelli （1992）
說明： 為無效率變化之解釋變數，T為樣本期間終點， 、 、 、  及  為待估計參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TFP成長之技術變動、配置效率及

規模效果

依據Faruq and Telaroli （2011）及Van 

Dai and Sarath （2015），本文假設生產函

數使用勞動與固定資本存量做為要素投入，

令Xit=[Kit, Lit]，其中Kit代表實質固定資本存

量，Lit代表就業人數。

將式（1）取對數後全微分，再將等式

兩邊同除以dt，算出產出成長率，如下所

示：

  (4)

其中， 代表產出成長

率； 代表技術變動率，若

為正值，則代表發生技術進步； 是Kit及

Lit的產出彈性，定義為 ；

為第m個生產要素成

長率； 為技術效率之變動

率。

根據前面式（2）和式（3），可導出上

式等號右邊各項：

  
(5)

 

             (6)

  (7)

其中，  依據不同  之設定，技術

無效率與時間的關聯亦有所差別，例如若

為Pitt and Lee （1981）及Battese and Coelli 

（1988）模型技術無效率與時間無關。

TFPit 成長率可定義為：

  (8)

 是第 m 種要素的支

出份額，其中  為第 m 種要素價格，  

為要素總支出。

進一步，將式（4）代入式（8），整理

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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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上式顯示   成長可拆解為技術變

動、要素配置效率及規模效果。等式右邊第

一項為技術變動率  加上技術效率變動率

。等式右邊第二項為要素配置效率，

反映出在價格與生產技術固定下，生產決策

單位是否在最小成本下生產。若要素使用達

到配置效率，第二項為零。由於計算要素配

置效率須有資本及勞動要素價格，惟並非

每一個國家皆可取得，根據Kumbhakar and 

Lovell （2000）及黃台心、陳盈秀、王美惠

（2009）之建議，本文假設亞洲主要經濟體

要素使用已達配置效率。

等式右邊第三項稱為規模效果，其中

 代表規模彈

性，當 大於1，為規模報酬遞增，要素投

入增加可改善 ；當  等於1，為固定

規模報酬，要素投入並不影響 ；當

小於1，為規模報酬遞減，要素投入越多，

 反而降低。

參、資料來源

本節說明實證資料來源及資料處理方

式，如下。

一、國內生產毛額、投資及就業人數

資料來源

本文收集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

加坡、泰國、中國大陸、南韓、日本、台灣

及香港等十個亞洲主要經濟體資料註6，進行

實證分析。

各經濟體資料分別來自：

(一) 實質資本形成毛額（Real  Gross 

C a p i t a l  F o r m a t i o n）註7、實質

GDP：資料來源為世界銀行資料庫

（World Bank, WB）及IHS Global 

Insight；台灣資料取自主計處。實

質GDP及實質資本形成毛額的樣本

期間為1970年~2013年。

(二) 就業人數註 8：資料來源為國際

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台灣的就業

人數取自勞動部註9。資料期間起訖

為1980年~2013年。

二、以永續盤存法推估亞洲主要經濟

體固定資本存量

大多數國家或因統計不健全或因調查成

本過高，缺乏固定資本存量資料，造成利用

生產函數估計TFP時之困難。對此，文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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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估方式計算固定資本存量，主要方法有

永續盤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及

基點插補法（Benchmark Year Method）。

台灣部分，1975年國發會曾進行固定資

本存量調查，並發布「中華民國64年台灣地

區產業固定資本存量調查報告」；而主計處

分別在1980年及1987年調查台灣固定資本存

量，發布「中華民國70年台閩地區工商業普

查報告」及「中華民國77年台灣地區國富調

查報告」。

對於台灣固定資本存量推估，文獻多

以永續盤存法為主，例如吳中書、林金龍

（2002）與侯德潛、田慧琦（2000）及林慈

芳（2008）皆採永續盤存法，分別以77年國

富調查及「中華民國64年台灣地區產業固定

資本存量調查報告」推估出國內固定資本存

量。

陳佩玗、蕭宇翔（2015）使用「中華民

國64年台灣地區產業固定資本存量調查報

告」推估國內資本存量，進而計算潛在產

出，並發現64年固定資本存量調查為基礎的

潛在產出，對景氣循環轉折及失業率等解釋

能力較佳。因此，本文選擇以「中華民國64

年台灣地區產業固定資本存量調查報告」搭

配永續盤存法推估固定資本存量。

永續盤存法的概念來自於國民所得帳中

固定資本與投資恆等式，可表示成：

  (10)

其中，  為實質固定資本形成

淨額（實質固定資本形成毛額減實質固定資

本消耗），  為折舊率。

依據式（10），若知道固定資本存量起

始值 、  及 ，則可透過迭代方式，算

出固定資本存量 。文獻上對於  的設定

差異頗大，鍾佳蓉（2008）利用主計處折

舊金額計算2008年固定資本存量折舊率為

5.81%；林慈芳（2008）計算1998年~2007年

台灣固定資本存量平均折舊率為7.17%。為

避免不同  設定值所造成的誤差，本文參

考陳佩玗與蕭宇翔（2015）作法，以主計處

公布的實質固定資本形成扣除實質固定資本

消耗（折舊），當作每期實質固定資本形成

淨額，並利用固定資本平減指數平減64年國

富調查固定資本存量 ，再反覆套代，算出

實質固定資本存量序列。

至於其餘亞洲經濟體，多數沒有固定資

本存量調查，即使有亦可能難以取得。King 

and Levine （1994）提出長期均衡穩定概念

來設算 ，其令第 i 個國家1970年代所得成

長率為 ，做為長期穩定

均衡成長率（steady state rate），其中，  

是世界平均成長率，  為該國所得成長率，

 為權數。第i個國家長期固定資本存量產出

比（ ）為 ，其中 是平均

投資率（ ）。

King and Levine （1994）設定

0.04、 0.25、 0.07，依此得到1970

年~1972年固定資本存量產出比 ，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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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上平均實質產出 ，即可得到1971年第 i 

個國家實質固定資本存量  近似值。由於

King and Levine （1994）的方法簡單且操作

容易，被廣為使用，黃台心、陳盈秀、鍾

銘泰、林延霖（2014）及Limam and Miller 

（2004）等均使用該方法及參數設定估算固

定資本存量。

在得到台灣在內的亞洲主要經濟體實質

固定資本存量序列後，配合前揭收集的實質

GDP及就業人數資料，可得到1980年~2013

年亞洲主要經濟體的實質GDP、實質固定資

本存量及就業人數之追蹤資料。

肆、亞洲主要經濟體生產力評估

回顧亞洲經濟發展，1997年亞洲金融風

暴絕對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事件，亞洲國家

之所以受到重創，反映出金融體系存在的嚴

重缺陷及產業脆弱性。當時亞洲國家外債

高築，泰銖重貶及外資抽離引爆泰國金融

危機，股匯市重挫、企業倒閉及失業率暴

增等效應很快蔓延至鄰邊國家。印尼、泰

國及南韓在金融風暴中受創最嚴重，而菲

律賓、新加坡及香港等具有較健全金融體

系的經濟體，遭受損害較輕微（見李晶晶

（2007））。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過後，各國為因應

危機開始推動深化改革，並廣泛調整產業

及經濟結構，致資本及勞動使用方式發生變

化。

一、勞動邊際生產力提升，資本邊際

生產力下降

Felipe （1997）發現東亞總要素生產力

的估計結果，深受模型設定及假設之影響，

鑑此，本文考慮變數之間的共線性問題，並

以卡方檢定挑選SFA模型。

本文設定的translog生產函數形式具有

估計彈性較大之優點，惟因包含平方項在

內，容易造成解釋變數平方項與解釋變數間

的高度共線性，影響模型可信度（參見彭作

奎、黃博暉、謝佑立（2010）；黃美珠、陳

玉麟（2009））。在迴歸之前，本文先依據

Belsley et al. （1980）提出的共線性檢定方

法，檢驗

之間是否存在嚴重的共線性，檢定結果拒絕

沒有共線性的虛無假設註10。此外，為多方求

證，也使用卡方檢定檢驗模型設定好壞，結

果顯示沒有加入 及 變數的模

型較為洽當。因此，刪除 及

等平方項解釋變數。

表2列出隨機邊界模型估計結果，卡方

檢定顯示，在10%顯著水準下，Pitt and Lee 

（1981）、Battese and Coelli （1988）及

Battese and Coelli （1992）等模型不拒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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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於Kumbhakar （1990）模型之虛無假設，

代表Kumbhakar （1990）模型為最佳模型。

Kumbhakar（1990）模型中，除ln(Lit)

及t ln(Kit)之估計係數不顯著異於零之外，其

餘參數均顯著異於零，其中， 且

，代表

，

，技術效率隨時間增加呈現改善狀態。

此外，從要素投入交乘項係數之正負號

可判斷不同要素之間是屬於替代或是互補關

係，表2中Kumbhakar （1990）模型的ln(Kit)

和ln(Lit)交乘項係數大於零，代表資本與勞

動之間為互補關係，此可促使亞洲主要經濟

體隨著外資帶來的新技術和管理模式，產生

邊做邊學（learning by doing）效果，增長勞

工知識及生產力註11。

表2　隨機邊界模型估計結果
       模型

變數

Kumbhakar
（1990）

Pitt and Lee 
（1981）

Battese and Coelli 
（1988）

Battese and Coelli 
（1992）

參數 p值 參數 p值 參數 p值 參數 p值

t 0.0817*** 0.00 0.0808*** 0.00 0.0803*** 0.00 0.0691*** 0.00 

ln(Kit) -0.4445*** 0.00 -0.4326*** 0.00 -0.4276*** 0.00 0.0181 0.90 

ln(Lit) -0.1269 0.13 -0.1318 0.14 -0.1262* 0.10 0.0404 0.60 

t ln(Kit) -0.0001 0.75 -0.0001 0.76 -0.0001 0.79 0.0018*** 0.00 

t ln(Lit) -0.0080*** 0.00 -0.0080*** 0.00 -0.0079*** 0.00 -0.0091*** 0.00 

1/2t2 0.0001*** 0.00 0.0002*** 0.00 0.0002*** 0.00 0.0002*** 0.00 

ln(Kit)ln(Lit) 0.1105*** 0.00 0.1097*** 0.00 0.1092*** 0.00 0.0669*** 0.00 

常數項 3.2709*** 0.00 3.2900*** 0.00 3.2330*** 0.00 1.3628* 0.07 

-0.6635 0.84 -0.3215 0.85

0.42646 0.81 -0.9167 0.62

0.0149*** 0.00

0.0987*** 0.00

-3.5119*** 0.00

1.0223** 0.04 1.0013** 0.04 1.5283*** 0.00 0.3966 0.60

0.0591*** 0.00 0.0593*** 0.00 0.0035 0.55 0.0033*** 0.00

樣本數(TN) 340

最大概似函數率檢定（卡方） X2(2)=2.2 0.13 X2(2)=2.1 0.15 X2(12)=-30.3 1.00

說明：1. 最大概似函數率檢定其虛無假設為：Pitt and Lee （1981）或Battese and Coelli （1988）或Battese and Coelli 
（1992）模型包絡於Kumbhakar（1990）模型。

2. *、**、***分別代表在10%、5%、1%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3. 為簡單化模型及減少估計參數，本文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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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依據Kumbhakar （1990）模型

所估計之係數，計算出要素產出彈性註12，如

圖1及圖2，顯示1997年以後，亞洲主要經濟

體固定資本存量及勞動產出彈性增加速度分

別走緩及下降。

圖1　固定資本存量產出彈性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計算

圖2　勞動產出彈性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計算

為確認固定資本存量及勞動產出彈性

是否在1997年發生結構性改變，表3列出

Quandt－Andrews （1993）未知結構改變時

點檢定，Sup-F統計量拒絕沒有結構性改變

的虛無假設，並指出結構改變時點分別為

1997年及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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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Quandt－Andrews 未知結構改變時點檢定註13

變數 Sup-F P值 結構改變時點

固定資本存量

產出彈性
8.15 0.00 1997年

勞動產出彈性 21.12 0.00 1998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計算

由上述未知結構改變時點檢定結果顯

示，產出彈性約在1 9 9 7年亞洲金融風暴

時改變，為捕捉其影響，加入若t>1997年

Dummy=1的虛擬變數重新估計註14。估計結

果如表4，Dummy係數雖不大，惟顯著小於

零，因此，1997年是亞洲主要經濟體發展之

重要分水嶺，後續內文將以此為切點，分段

討論。

表4　Kumbhakar（1990）模型加入虛擬變數估計結果
變數 參數 p值

Dummy -0.0337*** 0.01

t 0.0826*** 0.00

ln(Kit) -0.4299*** 0.00

ln(Lit) -0.1457* 0.10

t ln(Kit) -0.0002 0.58

t ln(Lit) -0.0079*** 0.00

1/2t2 0.0002*** 0.00

ln(Kit)ln(Lit) 0.1095*** 0.00

常數項 3.3909*** 0.00
說明：1. *、**、***分別代表在10%、5%、1%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2. 為節省空間， 、 、 、  等參數不再呈列。

表5與表6列出1997年前後，亞洲主要經

濟體平均勞動及固定資本存量邊際生產力指

數。雖然1997年後亞洲主要經濟體勞動產出

彈性明顯下降，惟因勞動與資本具互補性，

及勞工產生邊做邊學效應，生產力大幅提

升，使勞動邊際生產力指數上升；另受外人

投資影響，資本迅速累積，惟因邊際報酬遞

減，固定資本存量邊際生產力指數呈下滑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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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亞洲主要經濟體平均勞動邊際生產力指數

期間

勞動生產力指數

（A）

勞動產出彈性

（B）

勞動邊際生產力指數

（A）×（B）

1981年~1997年 0.52 0.47 0.24

1998年~2013年 0.87 0.44 0.38

1981年~2013年 0.69 0.45 0.31

說明：1. 勞動生產力指數為GDP/就業人數，並將2011年標準化為1。
2. 因TFP換算為成長率，故觀察值從1981年起。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計算

表6　亞洲主要經濟體平均固定資本存量邊際生產力指數

期間

資本生產力指數

（C）

固定資本存量

產出彈性

（D）

固定資本存量

邊際生產力指數

（C）×（D）

1981年~1997年 1.07 0.65 0.70

1998年~2013年 0.97 0.67 0.65

1981年~2013年 1.02 0.66 0.67

說明：1. 固定資本存量生產力指數為GDP/固定資本存量，並將2011年標準化為1。
2. 因TFP換算為成長率，故觀察值從1981年起。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計算

二、技術變動率對TFP成長之貢獻度略

升

亞洲主要經濟體個別  成長率可藉

由表2迴歸係數估計結果，分別計算式（5）~

式（7）的數值，再將其帶入式（9）後，即

可得出。另在要素使用已達到配置效率假設

下，TFP成長率等於技術變動率、技術效率

變動率及規模效果之總和，其中技術變動率

與技術效率變動率之和，又稱為技術變動。

技術效率變動率與規模效果主要反映出生產

決策單位在給定要素投入集合下，能獲得最

大產出的能力；技術變動率則代表生產可能

邊界的移動。茲將亞洲主要經濟體平均TFP

成長率及其組成之貢獻度置於圖3及表7。

圖3顯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過後，亞

洲主要經濟體接連遭受2001年美國網路股

泡沫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衝擊，TFP的平

均成長率趨緩；技術效率變動率則是在1981

年~1982年改善後註15，不再變動註16，惟技術

變動率貢獻度先微幅下降，之後穩定增加；

另由於規模效果貢獻度均大於零，代表給定

要素投入集合下，部分亞洲經濟體適度擴大

生產規模，仍可獲得更多產出及帶動TFP成

長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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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亞洲主要經濟體平均TFP成長率及其組成之貢獻度

說明：1. 技術變動率定義為  ；技術效率變動率定義為 ；規模效果為

 。

2. 平均為透過簡單平均得到。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計算

表7進一步顯示1981年~2013年亞洲主要

經濟體TFP平均每年成長1.06%，主要成長

動力為技術變動率，平均每年成長0.55%。

若以1997年為分水嶺，1981年~1997年亞洲

主要經濟體TFP成長主要來自於規模效果；

1997年後，規模效果對TFP成長之貢獻度減

少，技術變動率貢獻度略升，此代表亞洲主

要經濟體經濟結構漸擺脫藉由要素投入規模

擴大帶動TFP成長之發展模式，轉為技術變

動率驅動。

表7　不同時期亞洲主要經濟體平均TFP成長率及其組成之貢獻度
單位：百分點；% 

組成

期間

組成項之貢獻度(占比)
TFP成長率
（4）＝

（1）＋（2）+（3）

技術變動
規模效果

（3）技術變動率（1）
技術效率

變動率（2）

1981年~ 1997年
0.54

(48.21)
-0.01

(-0.89)
0.59

(52.67)
1.12
(100)

1998年~2013年
0.55

(55.55)
0.00

(0.00)
0.44

(44.44)
0.99
(100)

1981年~2013年
0.55

(51.89)
-0.01

(-0.95)
0.52

(49.06)
1.06
(100)

說明：技術變動率定義為  ；技術效率變動率定義為 ；規模效果為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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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後，亞洲主要經濟體規模效果對

TFP成長之貢獻度下滑，推測可能與經濟結

構發生轉變有關，包括：

(一) 1981年~1997年，亞洲主要經濟體

貿易及FDI快速擴張，但也因工資

成本上漲，漸失勞力密集產品的競

爭優勢（陳寧馨、余玉春、邱美菁

（2010））。近年亞洲主要經濟體

產業對勞動需求減弱，就業人數成

長明顯放緩。

(二) 1997年前亞洲主要經濟體受惠於資

本迅速累積，而大幅提高生產力，

惟近年來資本累積及邊際報酬趨

緩，難再倚靠資本擴增誘發TFP成

長。

伍、台灣及亞洲個別經濟體生產力變化之趨勢

本節分析台灣及亞洲個別經濟體生產力

變化情形，如下。

一、台灣及亞洲先進經濟體TFP成長來

源多為技術變動率

為方便比較亞洲各經濟體總要素生產力

及其組成貢獻度之變化，進一步將亞洲主要

經濟體區分為中國大陸、印尼、泰國、馬來

西亞及菲律賓等新興經濟體，以及日本、台

灣、南韓、新加坡及香港等先進經濟體。

亞洲新興經濟體的TFP組成之貢獻度

方面（見圖4），技術效率變動率多在1981

年~1982年改善後，無法再進一步改善。

1997年以前，中國大陸、印尼及泰國的TFP

成長主要受規模效果帶動，惟1997年之後，

泰國TFP成長逐漸擺脫對規模效果之依賴；

中國大陸及印尼規模效果貢獻度先下降後轉

為上升。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的TFP成長長期

穩定主要受技術變動率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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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亞洲新興經濟體TFP成長率及其組成之貢獻度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計算

亞洲先進經濟體的TFP組成之貢獻度方

面（見圖5），技術效率變動率亦多在1981

年~1982年達到最適後，無法再進一步改

善。其中，日本受「失落的十年註18」影響，

近幾年TFP成長平疲，且技術變動率持續呈

負成長；香港及新加坡的TFP成長穩定主要

受技術變動率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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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亞洲先進經濟體TFP成長率及其組成之貢獻度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計算

南韓TFP組成之貢獻度變化與台灣相

似，1997年後規模效果貢獻度明顯下降，

技術變動率漸成為TFP成長主要來源，惟台

灣TFP成長長期穩定，主要由技術變動率驅

動。表8進一步顯示，台灣規模效果對TFP成

長之貢獻度自1981年~1997年的0.49個百分點

降至1998年~2013年的0.29個百分點，而技術

變動率的貢獻度則微幅上升，自1.19個百分

點升至1.26百分點，對提升TFP成長更為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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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不同時期台灣平均TFP成長率及其組成
單位：百分點；%

      組成

期間

組成項之貢獻度（占比）

TFP成長率
（4）＝

（1）＋（2）+（3）

技術變動
規模效果

（3）技術變動率

（1）
技術效率變動率

（2）

1981年~1997年
1.19 

(71.25)
-0.01 

(-0.60)
0.49 

(29.34)
1.67 
(100)

1998年~2013年
1.26 

(81.29)
0.00

(0.00)
0.29

 (18.70)
1.55 
(100)

1981年~2013年
1.22 

(75.77)
0.00 

(0.00)
0.39

 (24.22)
1.61 
(1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計算

若從全體TFP走勢觀察，圖4及圖5顯示

印尼、泰國及南韓等國的TFP受1997年亞洲

金融風暴衝擊最深，其中，印尼衰退最嚴

重，泰國次之註19，主要係因當時印尼位處於

風暴中心，導致經濟受創嚴重。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印尼及日本

等國技術變動率長期呈現負成長，結果較不

具說服力。根據式（5），技術變動率主要

來自時間趨勢項及要素投入，由於要素投入

對技術變動率有負向影響（βtK及βtL<0），

以致中國大陸、印尼及日本等擁有高資本存

量及人口的國家，技術變動率出現負成長。

惟黃台心、陳盈秀、王美惠（2009）以隨機

邊界模型估計標準生產函數模型時，也發

現中國大陸、印尼及日本平均技術變動率

為負成長，且亞洲各國生產彈性係數不合

理；Shahainejad et al. （2013）同樣得到1998

年~2007年中國大陸及印尼等亞洲經濟體技

術變動率為負值。顯見，隨機邊界模型估計

技術變動率可能出現負成長之現象。

黃台心、陳盈秀、王美惠（2009）認為

透過使用產出成長率模式的隨機邊界模型，

可解決生產彈性係數不合理之問題，惟其估

計結果將出現更多亞洲國家平均總要素生產

力為負成長之現象。本文透過解決變數之間

的共線性問題，發現已適度改善技術變動率

及總要素生產力負成長之現象，加以即便中

國大陸、印尼與日本技術變動率為負成長，

惟除日本失落的十年中期至今及亞洲金融風

暴期間外，中國大陸、印尼與日本的總要素

生產力仍為正值，符合理論預期（總要素

生產力是經濟成長主要來源之一，見Comin 

（2006）），該結果尚屬可接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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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與亞洲主要經濟體相同，勞

動邊際生產力上升

回顧台灣經濟發展，1960年代推行加工

出口區，創造大量順差及外匯，並加速工業

化進程，成為經濟起飛之重要基石。時至

1980年代，台灣勞動成本逐漸上升，政府開

始在新竹設置科學園區，朝向高科技產業發

展。

在高科技產業的新技術、新管理模式及

資本迅速累積下，台灣與其他亞洲經濟體發

展趨勢相同，勞動邊際生產力指數自1997年

後持續增加，參見表9，固定資本存量則受

限於邊際報酬遞減法則，邊際生產力指數呈

現下滑趨勢，參見表10。

表9　台灣平均勞動邊際生產力指數

期間

勞動生產力指數

（Y/L）
（A）

勞動產出彈性

（B）

勞動邊際生產力指數

（A）×（B）

1981年~1997年 0.42 0.54 0.23

1998年~2013年 0.85 0.53 0.45

1981年~2013年 0.63 0.54 0.34

說明：1. 勞動生產力指數為GDP/就業人數，並將2011年標準化為1，資料取自主計處。
2. 因TFP換算為成長率，故觀察值從1981年起。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計算

表10　台灣平均固定資本存量邊際生產力指數

期間

資本生產力指數

（Y/K）
（C）

固定資本存量

產出彈性

（D）

固定資本存量

邊際生產力指數

（C）×（D）

1981年~1997年 1.10 0.55 0.61

1998年~2013年 0.94 0.57 0.54

1981年~2013年 1.03 0.56 0.58

說明：固定資本存量生產力指數為GDP/固定資本存量，並將2011年標準化為1，資料取自主計處。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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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　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動能

逐漸轉移至亞洲國家，2015年印尼、馬來

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中國大陸、

南韓、日本、台灣及香港等亞洲主要經濟體

GDP占全球比重已達30.6 %。

雖然2009年前國內有若干文獻估算亞洲

主要經濟體總要素生產力，惟近幾年亞洲

主要經濟體多出現經濟成長放緩之現象，除

全球金融危機陰影猶存，TFP成長滑落亦可

能係一個重要因素，加以台灣經濟走勢深受

亞洲主要經濟體轉變之影響，有必要重新評

估。

本文收集亞洲主要經濟體的就業人數、

實質資本形成毛額及實質GDP等資料，透過

卡方檢定選取隨機邊界模型，避免模型任意

設定，同時消除解釋變數間的共線性問題，

評估亞洲主要經濟體的TFP變化，並將其拆

解為技術變動（技術變動率與技術效率變動

率）及擴大要素投入帶動TFP成長之規模效

果，以了解亞洲主要經濟體經濟發展趨勢，

進一步從中引申對台灣提升TFP成長之政策

意涵。

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一) 1997年後亞洲主要經濟體平均TFP

成長趨緩，印尼的TFP成長受亞洲

金融風暴衝擊最深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印尼、泰國及

南韓等TFP成長受創最深，又以印尼最為嚴

重。亞洲金融風暴過後，接連發生美國網路

股泡沫及全球金融危機，致亞洲主要經濟體

平均TFP成長率放緩。

(二) 1997年後技術變動率對亞洲主要經

濟體平均TFP成長之貢獻度略升

1997年前亞洲主要經濟體平均TFP成長

主要受規模報酬遞增帶動；1997年後，各國

產業結構改變及資本累積趨緩，規模效果對

TFP成長之貢獻度下降，技術變動率貢獻度

略升。

在此趨勢下，技術變動率漸成為南韓

TFP成長主要來源，泰國TFP成長亦漸擺脫

對規模效果之依賴；其他亞洲四小龍包括台

灣、香港及新加坡的TFP成長則是穩定受技

術變動率驅動。

(三) 亞洲主要經濟體平均勞動邊際生產

力提升，平均資本邊際生產力下降

過去台灣及其他亞洲經濟體因新技術和

新管理模式的引進，加以勞動與資本具互補

性，及勞工產生邊做邊學效應，勞動邊際生

產力從1980年後持續增加；資本邊際生產力

受限於邊際報酬遞減法則，呈下降趨勢。

(四) 對台灣提升TFP成長之意涵

長久以來，台灣的TFP成長主要受技術

變動率驅動，若欲提升TFP，首先須持續加

速技術進步，其次是適度擴大生產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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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構性改革促進技術進步，激勵TFP

成長

有鑑於台灣TFP成長來源的結構，若

欲提升TFP成長，首先須持續提升技術進

步註20，如提高研發經費。另Felipe and Wei 

（2016）認為透過財政、勞動市場、商品市

場及治理改革等結構性改革，將有助提升經

濟成長，並促進創新及技術擴散。因此，亦

可透過結構性改革促進技術進步。

2. 適度擴大生產規模，帶動TFP成長

由於台灣規模效果對TFP成長存在正面

效應，所以除進行結構性改革之外，亦可擴

大調整勞動及資本投入，促進TFP成長。

最後，由於傳統SFA模型受到若干限

制，例如，忽略經濟體之間的彼此差異，及

結論深受模型設定及變數選擇之影響，未來

研究可就該方面進一步探討註21。

附　註

(註1) 依據聯合國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ward and Outward Flows (1980-2014)，1980年亞洲主要經濟體（印尼、馬來西亞、

菲律賓、新加坡、泰國、中國大陸、南韓、日本、台灣及香港）僅占全球外人投資4.9%，2014年迅速成長到30.6%。

(註2) 依據IMF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6）中Gross Domestic Product Based on Purchasing-Power-

Parity （PPP） Share of World Total （Percent）序列加總得到。1980年亞洲主要經濟體GDP僅占全球的14.8 %。

(註3) 資料包絡分析法與隨機邊界模型的最大差異在於前者無法處理隨機干擾因素之影響及參數檢驗。

(註4) 隨機邊界模型須給定明確之生產函數和機率函數的假設，樣本數過少，容易影響結果，詳見Gong and Sickles 

（1992）。

(註5) 各國可能因為基礎設施、資源稟賦及制度不同而有相異之生產前緣，見O’Donnell et al. （2009），然礙於傳

統隨機邊界模型假設各國擁有相同之技術，加以須有足夠的樣本數，以避免估計之問題（參見Gong and Sickles 

（1992）），因此有些文獻並沒有對不同發展水準的國家加以分類估計，例如Pires and Garcia （2012）以及陳盈秀

（2008）等研究均沒有對不同國家分類估計。若是檢驗不同國家或區域經濟成長收斂理論，則多會進一步將資料分

類（例如陳谷劦、楊浩彥（2008），其利用中所得與低所得國家的總體資料，探討技術追趕效果，結果發現，技術

水準低的國家，追趕速度較快)。另本文亦嘗試刪除已開發國家─日本進行估計，惟可能受樣本數不足影響，導致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下，各經濟體總要素生產力反而上升，且技術變動率隨時間下降之現象。為維持足夠樣本數，

仍將日本納入樣本資料，且不進一步分類。

(註6) 亞洲主要經濟體摒除樣本期間過短的越南，以及經濟規模過小的汶萊、寮國、緬甸及柬埔寨等國家。

(註7) 資本形成包含「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及「存貨變動」，係在一定期間內，國內生產者購入之商品，未用於當期中間

消費，而成為當期存貨及固定資產之增加者。由於亞洲各經濟體實質固定資本形成毛額期間過短，本文以實質資本

形成毛額替代。另由於亞洲主要經濟體缺乏資本形成毛額平減指數，實質資本形成毛額皆利用世界銀行資料庫內的

資本形成毛額占GDP比重乘上實質GDP得到。台灣部分則利用「中華民國64年台灣地區產業固定資本存量調查報

告」搭配永續盤存法推估實質固定資本存量，樣本期間為1975年~2013年。

(註8) 由於部分亞洲經濟體就業人數資料缺漏，本文以兩點間簡單平均插補。

(註9) 勞動部統計資料庫內分別統計受雇人數及就業人數，其中就業人數包含自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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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 Belsley et al. （1980）統計量是檢定  的條件指數（conditional index），檢定結果為135.42，大於臨界值50，代表

存在嚴重共線性。

(註11) 若固定資本存量與勞動為替代關係，固定資本存量成長會降低勞動生產力，參見徐美、陳明郎（2010）。若為互補

關係，固定資本存量提高，則有助勞動生產力提升。

(註12) 資本及勞動產出彈性分別為： =-0.4445296-0.000135t+0.1105252ln(Lit)； =-0.1268716-0.00796

25t+0.1105252ln(Kit)。

(註13) Andrews（1993）推導出Chow統計量的漸近分配Sup-F，可做為未知結構改變時點檢定，又稱Quandt-Andrews檢

定。由於Quandt-Andrews檢定進行滾動式Chow 檢定，會去除前後樣本各5%，因樣本數目有限，本文僅假設固定資

本產出彈性受到前一期產出彈性及時間趨勢影響，勞動產出彈性同之。

(註14) 因時間趨勢的一次項與平方項及與其他變數交乘項已可捕捉時間趨勢對產出的影響，不須再加入時間趨勢虛擬變

數，參見黃台心、陳盈秀、王美惠（2009）。

(註15) 1982年技術效率變動率較微小，無法在圖形中顯現。

(註16) 亞洲主要經濟體技術效率不再改善，推測可能是因亞洲產業及生產方式之間具有密切關聯，使其一同朝向最適生產

效率前緣前進有關。黃台心、陳盈秀、鍾銘泰、林延霖（2014）研究亦發現1980年至2000年低所得國家、中所得國

家、高所得國家之平均技術效率變動率約等於零。

(註17) 由於擴大生產規模需要新的市場及要素投入，惟每個經濟體的市場及要素數量均受稟賦及經濟條件限制，不可能無

限制地擴張生產規模，僅能適度擴大。

(註18) 日本失落的十年起於1990年代，惟因2000年後日本經濟成長未見明顯改善，也有學者稱失落的二十年。

(註19) 1998年印尼經濟衰退13.7%最為嚴重，泰國衰退8%次之。

(註20) 文獻研究發現TFP成長通常與教育水準、研發經費、開放程度（Openness）、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及FDI密切相關，參見林慈芳（2008）、Ray （2012）、Sohrab and Manish （2009）及Li and Roe 

（2008）。不同因素對總要素生產力之影響偏離本研究主題，惟可做為後續研究。

(註21) 例如，若要處理各經濟體間的差異性，一個可能的作法是估計不同國家的單獨生產前緣，然後再形成一個共同前緣

(meta-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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